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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发生母杀父的人伦惨剧时，子女应当如何作为是困扰中国传统法

律的难题。中国传统士大夫就这一问题的论争主要围绕着对《丧服》等经典

的诠释展开。在“继母杀父”的案件中，孔季彦由“绝生母”推导出“绝继母”，

而汉武帝从“继母如母”的经义本身得出继母身份的存废依据，魏晋丧服学

家则进一步提出继母可能因失去配父之义而丧失母名，然亲生母子关系却

不会断绝的观点。在“亲母杀父”的立法之争中，窦瑗立足于父系伦理，强调

“父尊母卑”，要求人子“为父绝母”，控告母亲；封君义则站在孝子的服制立

场上，认为子女对于父母的情感是相同的，理应保持缄默。后一观点的阶段

性胜利使中国传统法有关母子关系的规定在父系家族伦理秩序中呈现出别

样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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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杀母为父报仇的悲剧故事曾激起后世诸多文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

学家的创作灵感。围绕着对俄瑞斯忒斯的审判，隶属于提坦神系的复

仇女神同隶属于奥林匹斯神系的阿波罗和雅典娜的论争反映了地母该

亚（犌犪犻犪）所创生的最古老的母子亲情与以宙斯为新统领的父系权力之

间的冲突（埃斯库罗斯，２００７：４７４－４９８）。

事实上，子女面对母杀父这一人伦撕裂的悲剧时究竟应当如何作

为不仅是西方伦理学上的困境，也是中国汉唐之际在立法与司法上的

重要议题。汉武帝论防年杀继母案以及东魏时期围绕《麟趾新制》“母

杀父，不听子告”的法律条文所产生的争议都显示了中国古代士人对该

问题的态度。中国传统士大夫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均在儒学的背景下展

开，以“引经据典”的形式进行论争，尤其是以丧服制度作为界定身份、

构建法律秩序最重要的依据。然而，受个人立场及不同派系的注疏学

影响，儒臣们又以不同的经注作为立论基础，以不同的原则作为基础规

范，依照不同的诠释路径来阐明观点。而且，中国传统法律凡言“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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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仅指亲母，亦包括嫡母、继母、慈母和养母在内，１不同身份的区

分更加剧了法律在应对母杀父案件时的复杂性。台湾学者郑雅如

（２００１）、黄玫茵（２００３）等人都曾对不同的母亲身份有过详细阐述。陈

新宇（２０１４）、李贞德（２００８）等学者也先后从亲属容隐制度的变迁、比附

的运用、女性地位等角度对上述两则涉及母杀父的案例做过评析，但有

关经典诠释及法律秩序建构方面的争议则涉及甚少。本文希望通过深

度阐释中国古代士人就“母杀父”案所引起的围绕丧服学经典的论战，

揭示在同一的儒学背景下，不同的经典诠释与学理论争其内在逻辑是

如何展开的，展现不同经学流派及个人对理想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

的不同见解，从而对丧服制度与家庭伦理、社会结构和法律秩序的结合

方式予以精细化研究，避免对“以礼入法”或丧服原则的泛泛而谈。

１．中国古代虽有“八母”之说，但庶母和乳母在法律意义上并不具备母亲的身份。依律例，地

位同亲母者仅有嫡母、继母、慈母、养母四种。

２．陆楫．古今说海·汉武故事说纂．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一、“擅杀继母”案的两个版本

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子杀母为父报仇的故事被视为经义决狱的

典型而在史书中广为传抄，不过此则故事中的“母”实为继母。据《孔丛

子》记载：

梁人娶后妻，后妻杀夫，其子又杀之。季彦返鲁过梁，梁

相曰：“此子后以大逆论。《礼》：‘继母如母’，是杀母也。”季彦

曰：“言如母，则与亲母不等，欲以义督之也。昔文姜与弑鲁

桓，《春秋》去其姜氏，《传》曰：‘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绝

不为亲，即凡人尔。且夫手杀重于知情，知情犹不得为亲，则

此下手之时，母名绝矣。方之古义，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

之，不得为杀母而论以逆也。”梁相从之。（孔鲋，２０１１：４７８）

而在《汉武故事》２中，也记载了一个情节相似的案件：

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氏杀年父，年因杀陈。依律，杀母

大逆论。帝疑之，诏问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明其不及

也。缘父之爱，故谓之母尔。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

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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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者称善。

这两段记载案情相仿，孔季彦与汉武帝皆兼采经义来阐释法律的

适用，是为经义决狱的代表，因此沈家本（１９８５：１４５９）认为，“二事绝相

同，疑本一事而传之者异耳”。黄源盛（２００９：７０）也在论述“梁人案”时

指出，“有武帝论防年杀继母一条，与本案情节相同，惟不引《春秋》为稍

异耳……此二事，案情相仿，是否同本一事，尚待查证”。此事是否发端

于同一案件或已不可考，然而细究起来，两则案件在运用经义决狱时的

论证逻辑并不相同，体现了经典诠释与法律适用原理的内在差异。

（一）绝不为亲

在“梁人案”中，即使是被当作批判对象的梁相，依然是用经义决狱

的方式论证自己对于这一案件中法律应当如何适用的观点。这种最简

单的经义适用过程，可以形式化为三段论的推理结构：

大前提：杀母以大逆论；

小前提：继母如母；

结论：杀继母以大逆论。

在律无正条之时，经义决狱的主要作用在于借助比附的方式确定

适用的法条。其中，大前提是法律已有的明确规定，小前提是运用经义

来比附法律明文规定的某种身份，继而得出法律适用的结论。梁相所

选择的小前提是丧服制度中对于身份界定的典型。所谓“继母如母”，

语出于《仪礼·丧服》，本义是指为继母服丧的各项礼仪均与亲母相同，

进而由“丧之如亲母”引申出“欲见生事、死事一皆如己母也”（郑玄、贾

公彦，１９９９：５６５）。可见，丧服制度绝不仅仅是一套关于丧事的仪节，它

所支撑的，是一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由远近、亲疏、尊卑所决定的人伦

秩序、身份等级及行为规范。

在以上论证体系中，采用哪条经义，比附何种身份是经义决狱的关

键及难点所在，小前提中的经义选择亦会直接影响大前提中的法律选

择，这实则是一个相互符合的过程。在孔季彦看来，梁相正是忽略了

“继母杀父”这一重要案情，机械地运用了“继母如母”的礼经规定，使得

大前提中的法律选择以及结论都发生了偏差。然而，在接下来的辩论

中，孔季彦虽然指出“言如母，则与亲母不等”，但并未顺着继母与亲母

这两种身份在丧服制度上究竟有何不同进行深度挖掘和解析，而是引

入《春秋》之义作为大前提，再辅之以丧服制度对两人的身份关系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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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另一种界定：

大前提：《春秋》，生母文姜，绝不为亲；

小前提：《仪礼·丧服》，继母如母；

结论：生母既绝，继母更当绝。

所以，孔季彦对于“继母如母”的运用基本与梁相一致，其所谓的

“言如母，则与亲母不等”只是就亲母与继母的地位做了模糊的高下之

分，内在逻辑其实是“轻重相比”之法：纵使是亲生母子关系，在这种情

况下也应恩断义绝，更何况是地位还不如亲母的继母。接着孔季彦又

结合案情的严重程度第二次运用了“轻重相比”的方法：文姜仅是间接

促成了鲁桓公的死亡，其子便应与她断绝关系，更何况对于亲手杀害自

己丈夫的妇人，儿子更不能认其为母。在这两组比较中，参照的基

准———绝生母文姜，显然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春秋》被两汉经学家当作孔子退而发愤之作，认为圣人通过微

言与故事，褒贬天子之事，阐释帝王之道，堪称为万世立法。因此，在

经学的语境下，《春秋》不再是一部单纯的编年体史书，而是一部蕴含

了诸多正义原则与道德准则的法典。孔子作为法官的典范，其所记

述的历史事件都可被视为能够适用于当下案件的先例，而孔子对春

秋故事的评判则作为判定何为正当性的最高原则，也就是“春秋之

义”。西汉大儒董仲舒又作《春秋繁露》一书，结合《公羊传》将春秋曲

笔所蕴含的正义原则进一步阐发并进行形而上学论证，使之在作为

正人世纲常、衡量人们言行是否合乎道义的标准上具有天然的合理

性。因此，《春秋》无可置疑地成为法律适用的大前提和轻重相比的

逻辑起点。

根据春秋故事，文姜是鲁桓公夫人，齐襄公之妹，鲁庄公之母。桓

公十八年（公元前６９４年），鲁桓公与齐襄公在泺地举行会盟，文姜随

行，齐襄公趁机与文姜私通。随后，文姜将鲁桓公已对两人的私情有所

察觉之事告知齐襄公，齐襄公便命令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杀死在车上。

事后，文姜惭惧，出奔于齐而不还。是为《春秋》经“三月，夫人孙于齐”

（左丘明、杜预、孔颖达，１９９９：２１５）。在《春秋》三传中，《左传》对这条经

文的解释为：“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左丘明、杜预、孔颖达，

１９９９：２１８）

然而问题在于，“春秋之义”其实是后世的春秋学者根据孔子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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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件的评述而揣测出的圣人对于何为正当性的论断。由于孔子的态

度在很多时候是以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导致不同的春秋

学派以及同一派系的不同学者对圣人之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完

全相反。就“绝不为亲”而言，由于这条传文的主语和宾语不详，后世的

注疏便衍生出诸多分歧。第一种说法为左氏先儒兼采《公羊传》与《谷

梁传》之意，认为不称呼夫人的姓氏体现了圣人对文姜的贬斥，是“庄公

绝母，不复以之为亲”的意思，即鲁庄公“为父绝母”之礼。第二种说

法是“于夫人之义，宜与齐绝，不复为亲也”。也就是说，“不称姜氏”

表明了夫人不再是齐女，是文姜应当“为夫绝兄”之礼。第三种说法

则以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３为代表，认为应当解释成“于庄公之义，

当以母淫于齐而绝其齐亲，内全母子之道”（左丘明、杜预、孔颖达，

１９９９：２１８）。

３．杜预．春秋释例．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４．“子不复仇，非子也。”参见公羊寿、何休、徐彦（１９９９：６５）。

显然，孔季彦就是秉持第一种观点的“左氏先儒”，他引用的虽然是

被归为古文经的《左传》，但对《左传》的解释却深受西汉时期立于官学

的今文经———《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影响。除了与后来居上的古文经

在书写文字上有所不同外，今文经更加信奉谶纬五行，崇尚微言大义，

强调“春秋大一统”，以阴阳之道的恒常性说明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的不

可变更性。所以他们相信，孔子对于严重违背伦理纲常的文姜以及怀

念母亲的鲁庄公都持严厉的贬斥态度。《春秋》称文姜为“夫人”而不是

“姜氏”，就是为了表明鲁庄公应该与文姜断绝母子之情，从此相当于路

人。孔季彦认为，继母杀父的情况比文姜与弑桓公还恶劣，所以他建议

这个杀死继母的儿子的罪名是“非司寇而擅杀”，意为没有禀报官府而

擅自复仇，本质上亦是吸收《春秋》尤其是《公羊传》的精神对复仇行为

采取部分肯定态度，４因此处刑较杀害常人为轻。既然梁人的行为能

被定性为复仇，那么毫无疑问，在继母杀父的情况下，继母子关系也可

等同于仇人。

所以，孔季彦是将“生母杀父”与“继母杀父”混在一起讨论，且十分

倚重“绝生母”的前提条件，这就为他的逻辑体系埋下了隐患：倘若“绝

生母”的大前提被否定，整个体系都会被动摇。此后魏晋丧服学及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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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传》注恰恰是对“绝生母”持否定态度的。而且，孔季彦认为“生母

杀父”与“继母杀父”虽有轻重之别但性质基本相同，如果人子杀死继母

可以算作复仇的话，杀死生母是否也能按照复仇从轻论处？孔季彦对

此语焉不详。从后世的诸多案件来看，无论父母做了何等伤天害理的

事，亲手杀死父母都是绝对的禁忌。《左传》的注本当中，即使是持最彻

底的“绝母”观点的何休注，也认为“但当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诛，诛不加

上之义”（公羊寿、何休、徐彦，１９９９：１１３）。这大概是“梁人案”较少见于

典籍记载，而大型类书诸如《通典》《太平御览》，法律指导用书诸如《折

狱龟鉴》《棠阴比事》等所收录的皆是“防年案”的原因之一。

（二）配父之义

在“防年案”中，汉武帝并没有涉及亲母杀父的复杂问题。他用“缘

父之爱”来阐释继母这一身份得以确立或消失的依据，这是仅就“继母

如母”的经义本身所做的阐发。在正常情况下，继母与亲母的服制皆位

于《仪礼·丧服》之“三年章”内，因此经云：“继母如母”。“继母本非骨

肉”，礼制却规定了与亲母一般无二的重服，难免令人疑惑，故此传文进

一步解释道：“继母何以如母？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

也。”（郑玄、贾公彦，１９９９：５６５）继母为父之嫡妻，所谓“妻者，齐也”，夫

妻有糞合之义，共侍宗庙，要求继子女尊重继母，实则是要求其尊重父

亲的延伸。

台湾学者黄玫茵（２００３：１００）指出：“八母的成因有三：先为血缘，次

为名份，再次为抚育。也因此，八母与子之关系并非全部永久有效，须

依基准人之存续与否决定。”此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各种母子关系成立

的基础及可能的变化情况。“继母本是路人”，其得到“辄如己母”的崇

高待遇的全部理由在于“配父”，也就是汉武帝在论述防年案时所提到

的“缘父之爱，故谓之母尔”。与此原理类似的还有慈母。慈母是指“妾

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

若是，则生养之，终其身如母。死则丧之三年如母，贵父之命也”（郑玄、

贾公彦，１９９９：５６５）。慈母非父糞合，身份地位低微，得以享受“慈母如

母”的待遇，关键在于“贵父之命”。父亲在无血缘的母子关系的构建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命”是慈母子关系得以建立的最重要的一道

程序。倘若父妾对己有养育之恩而无父命，那么这位父妾仅算是“庶母

慈己者”，依礼仅“为庶母缌麻三月”加服至小功五月，并不具有“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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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杜佑，１９８８：２５４６）。５

既然“继母如母”的根本原因在于“配父”，那么，倘若继母失去了配

父之义，便又回归到原来的路人身份。在正常情况下，继母失去配父之

义包括父殁后改嫁和为父所出两种情形。

５．庶母仅指有子之父妾，服制仅为缌麻，虽然亦被纳入“八母”之一，但礼制地位较低，不能与

继母、慈母等相提并论，在后世的法律中也不被当作“母”来看待，如唐律规定：“非父命者，依

礼服小功，不同亲母”（长孙无忌，１９８３：１３７）。

根据《仪礼·丧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郑玄、贾公彦，

１９９９：５７１）一般而言，对于改嫁的继母当服齐衰杖期。传文解释道：“何

以期也？贵终也。”（郑玄、贾公彦，１９９９：５７１）但是对于“贵终”涵义，礼

学家们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分歧。大儒郑玄的注解为“尝为母子，贵终其

恩”（郑玄、贾公彦，１９９９：５７１）。马融认为，“继母为己父三年，丧礼毕，

嫁后夫，重成母道，故随为之服。继母不终己父三年丧，则不服也”（杜

佑，１９８８：２４５２）。王肃则云：“从乎继而寄育则为服，不从则不服。”（杜

佑，１９８８：２４５３）可见，马融以继母为父终服三年丧为制服的前提；郑玄

认为“贵终”是指终全母子之道，不论已改嫁的继母是否为己父服毕三

年之丧，继母始终因配父而如母，母子之道不因父卒另嫁而消失；王肃

则将经文断句为“从，为之服”，即前妻之子跟随改嫁的继母一起来到别

家生活，受继母的抚育之恩才为之制服，也就是说，继母改嫁即终止配

父之义，因此需以抚育之恩作为服制的条件。众家对已改嫁继母的服

制规定理解不一，除了经文的模糊性外，很大程度上缘于继母改嫁后身

份认定困难。一方面，继母改嫁并非为父所出，而子无出母之义，似乎

仍有母名；但另一方面，继母改嫁后失去了配父之义，是否仍能“如母”

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关于已改嫁继母的地位，一直在母与出母间徘

徊。魏晋南北朝的学者较倾向于郑玄的说法，认为继母改嫁后仍部分

保留着“继母如母”的身份，如南朝宋人崔凯表示：“齐衰三年章‘继母如

母’，则当终始与母同，不得随嫁乃服，不随则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

为父后者则不服，庶子皆服也”（杜佑，１９８８：２５４９）。而唐代则在《仪礼》

注疏中表露出折衷的态度：“云‘父卒继母嫁’者，欲见此母为父已服斩

衰三年，恩意之极，故子为之一期，得伸銺杖。但以不生己，父卒改嫁，

故降于己母。虽父卒后，不伸三年，一期而已。云‘从为之服’者，亦为

本是路人，暂时之与父糞合，父卒，还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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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也”（郑玄、贾公彦，１９９９：５７１）。即继母为父服毕三年之丧后改嫁，

继子则为之服齐衰杖期；若继母非礼而嫁，继子服齐衰不杖期。但唐代

否认改嫁继母仍有配父之义，“母非所生，出嫁义绝”，“嫁虽比出稍轻，

于父终为义绝”（刘籧，１９７５：１０２２）。父卒改嫁后“便是路人”，仅因其恩

义姑且为之制服，“继母如母”的规定不再适用。

相比于改嫁继母地位的诸多争议，大儒们对被出继母的身份认定

则十分统一。《仪礼》中并未规定继子为被出继母制服。东汉大儒郑玄

就此问题回答赵商道：“继母而为父所出，不服也。”曹魏大儒王肃也赞

同郑玄的观点，后世儒者一致认为继子为出继母无服。季祖钟讲道：

“继母在，如母；出则为父所去，不服也。”（杜佑，１９８８：２５４９）可见，“继母

如母”仅限于继母在父之室的情形，一旦为父所出，就失去了“如母”的

地位。对于被出继母无服的原因，晋代人范宣这样解释：“夫继母之所

以出者，非身有秽衅，则必犯逆于父，是以致此斥黜。恩不生己，义距于

父，非恩非义，何以得服”（杜佑，１９８８：２５４９）。河内从事史糜遗更为详

细地论述道：“夫礼缘人情而为之制，虽以义督亲，然实以恩断。按继母

如母，谓其在父之室，事之犹母，见育犹子，故同之所生。齐服下章云：

‘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此明父在继母出则不服矣。继母出自他

族，与己无名，徒以配父，有母之尊，亲抚养己，故亦丧之如母。及其出

也，既不终养育之恩，又弃为母之名，若不从而见育，则不服亦其宜矣。”

（杜佑，１９８８：２５５０）继母为父所出，夫妻糞合之义不复存在，继母子之间

又没有天然的生养之恩，从此便形同路人，再无母子之名。

６．丘浚．大学衍义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继母杀父这种极端情况为经典所不载，但是，再次运用“举轻以明

重”这一基本推理方法，因“犯逆于父”而遭到斥黜的被出继母已属失去

配父之义无疑，那么犯有杀死父亲这一严重罪行的继母更不可能还与

父亲保持着糞合之义，而夫妻恩断义绝之时也就是继母子关系消亡之

时，正如汉武帝所言：“下手之日，母恩绝矣。”

因此，汉武帝认为，继母在杀害父亲后便不再有母名，此时杀死继

母应与杀死路人一样被处以弃市之刑。不过，这样的论述似乎可以再

推进一步，继母为父所出便已形同陌路，杀父重于所出，比之于仇人，以

擅杀之罪论处也无不可。后世学者也多认为孔季彦的判决结果比汉武

帝更为公允。比如明代学者丘浚在《大学衍义补》６中指出，“季彦又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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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古义，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后世遇有狱如此，比者宜以为准”。

沈家本（１９８５：１４５８）也认为，“季彦所论与武帝略同，处以擅杀而不与杀

人同，则较武帝所论，尤为允当”。然而汉武帝此处并未论及复仇者，大

概是国家法律对以公羊传为代表的“春秋之义”有所保留。虽然迫于儒

臣的压力，统治者有时会对复仇的孝子烈女予以宽免，但总体上还是对

复仇持严格的限制态度，更何况这还涉及继母（即使是已经恩断义绝的

继母）能否成为复仇对象的复杂问题。因此，汉武帝不在复仇问题上过

多纠缠，而直接将防年以普通杀人罪论处。

７．郑克．折狱龟鉴·议罪．清嘉庆墨海金壶本．

８．桂万荣．棠阴比事．四部丛刊续编景元钞本．

９．王益之．西汉年纪．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０．李窻．太平御览·皇王部．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防年案”虽以汉武帝为主人公，但此则材料未

必是汉武帝的真实言论，可能包含后人加工的成份。虽然诸多学者倾

向于认为“梁相案”与“防年案”实本一事，但西汉武帝与东汉孔季彦相

去甚远，可见传闻之谬。据文献学考证，《孔丛子》旧题为秦末汉初孔鲋

所撰，后世对此多有论争，梁启超认为此书是魏晋时期的大儒王肃所伪

造。根据日本学者冢田虎的考据，孔鲋为孔子的八世孙，秦末为陈涉博

士，卒于陈下，但此书《连丛子》篇所记孔季彦之事明显在孔鲋之后。孔

季彦为孔子的二十代孙，主要活动于东汉和帝、安帝时期，卒于汉安帝

延光三年（公元１２４年）。现代学者多认为《孔丛子》先由孔鲋编纂，陆

续成于孔氏子孙众手，在先秦两汉流传的真实材料中又有后人增益，

《连丛子》被编定成书应该在东汉末年，最后编纂者当为孔季彦的下一

代，在魏晋时代被正式引用（孙少华，２０１１）。

因此，“梁相案”出自《连丛子》篇最早也是东汉末年之事，而“防年

案”更是可疑，此则故事最早的可靠出处迟至唐代编纂的大型类书《通

典》，此后文献转引也多以《通典》为本，如《折狱龟鉴》说此则故事“见

《通典》，不着出处，旧集不载”，７《棠阴比事》也在“汉武明经”条记载，

“见《通典》，不着本处”，８只有宋代的《西汉年纪》９标明了两个出处：

《汉武故事》与《通典》。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御览》１０也将其来源追溯到

《汉武故事》。可见，《汉武故事》是惟一可能的早于《通典》记载“防年

案”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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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１１记载：

汉武故事一卷，旧本题汉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书。

《隋志》著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读书志》引张柬之

《洞冥记》跋谓出于王俭。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所

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

《隋书·经籍志》录有《汉武帝故事》二卷，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仅

余一卷，宋代类书所称出于《汉武故事》的诸多记载已经遗失。《汉武故

事》为杂史杂传类志怪体小说，此种文体形成发展于汉魏六朝时期，尤

盛于魏晋南北朝。关于此书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诸多观点

中认为成书年代最早于西汉成帝时期，而最晚则迟至六朝时期（师婧昭，

２００６）。总体而言，《汉武故事》应当经历了一个层累的成书过程，其材料

主要来源于魏晋之际不断补益的汉朝传说。王俭是南朝齐文学家、目录

学家，他可能对《汉武故事》两卷本做了最后的整理和编纂工作。

总而言之，汉武帝论防年案开始广为流传的年代为魏晋时期，这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魏晋士人的观点和倾向。正是在魏晋时期，丧服学

热潮兴起，《仪礼·丧服》一篇别行于世，被誉为“世之要用”，产生了一

大批研究丧服的学者与著述，讲授丧服也成为时髦及学识渊博的标志

（丁凌华，２０００）。丧服学的兴盛又促进了晋代“准五服制罪”原则的入

律（丁凌华，２００５）。后人赞许唐律“一准乎礼”，亦是指唐律很好地吸收

了丧服学的成果。１２

１１．永誽．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１２．徐世昌称：“三礼丧服之学，盛于唐初，故唐律一本于礼，而得古今之平。”（薛允升，１９９９：

１－２）

丧服制度为中国的传统法律提供了全新的基础规范和解释方式。

在汉代的春秋决狱阶段，法律已经开始受到儒学的影响，但即使是涉及

亲属关系的案件，也甚少见到丧服学的踪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被

送养的儿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殴打了他的亲生父亲，董仲舒认为“甲生

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否认被送养的儿子与亲生父亲之

间存在父子关系；在另一则案例中，董仲舒又以“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的经义肯定了养父子与亲生父子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桂思卓（２０１０：

１６４）的相关研究指出，董仲舒已将“父子关系”的界定转化成为对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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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外在行为的探讨，“只有父亲或儿子意欲按照自己的身份实施行

为时，父子关系才真正成立”。丧服制度则为亲属关系的界定提供了一

套明确、严密、稳定的具体规范，亲属关系的存续离绝、亲疏转变都可以

从中找到切实的依据。因此，丧服制度作为一套身份规则就成为“身份

法”的先决条件，也就是黄源盛（２００９：７１）所说的：“古代中国刑律中的

杀人罪，往往因身份关系加重为大逆之条，而身份是定于礼的。夫妇关

系是否存在，也不定于律而定于礼。”此后凡是因涉及亲属关系的重大

疑难案件而引发的廷议，群臣争论辩难的焦点都是丧服制度中的身份。

因此，以丧服制度为立足点，分析子女与继母、亲母以及父亲的身份关

系，直接影响着中古时期的母子伦理以及母杀父这一人伦难题的法律

构建。

二、“继母如母”的两重解读

擅杀继母案以经义决狱的方式提出了“继母如母”的命题，“继母如

母”由此成为汉魏六朝时期确立继母法律地位的基本原则。它为中古

时期的继母地位向两种看似矛盾却又并行不悖的方向发展提供了解释

的可能性：其一，如者，若也。继母与亲母的礼制地位相仿，法制地位也

逐渐趋近；其二，言“如”而非“同”者，“则与亲母不等”，“明其不及也”。

继母与亲母的区分日益成为礼学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并在母杀父案

的法律建构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正杀继母与亲母同

在法律中真正贯彻“继母如母”这一思想的是曹魏新律。据《晋书·

刑法志》记载，曹魏新律在汉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增删、调整与改

革，其中包括“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房玄龄，１９７４：９２５），

正式在法律上确立起继母与亲母的同等地位，以确保家内秩序的稳固。

在前述的擅杀继母案中，有“依律，杀母大逆论”一条。姑且不论擅

杀继母案的法律分析原理可能有后人的思想倾向在内，仅就具体案情

来说，汉代杀母以大逆论处应该是可信的。根据《二年律令·贼律》的

规定：“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张家

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２００１：１３９）。此处虽未明确子女杀伤父

母属于大逆，但不同于汉代基本的死刑执行方式———弃市，枭首在传世

文献中基本只与谋反、大逆不道等罪名相连，如“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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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枭首洛阳，下诏有收视者辄捕之”（班固，１９６２：１９８０）。“女子楚服

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

于市”（班固，１９６２：３９４８）。汉武帝丞相刘屈?与妻子巫蛊祝诅皇帝，谋

立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按验，罪至大逆不道”（班固，１９６２：２８８３），“下

狱要斩，妻子枭首”（班固，１９６２：２１０）。大逆通常亦会涉及缘坐，而枭首

正是针对缘坐制度中正犯的刑罚之一：“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

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班固，１９６２：１１０４）。根据《晋书》所

载曹魏新律：“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

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房玄龄，１９７４：９２５）。大逆之人实际可能遭

受的刑罚包括枭首、碎尸、污潴、夷三族等，与北魏时期一起杀母案的处

刑结果非常吻合。据《魏书·邢虬传》记载：

时雁门人有害母者，八座奏 之而潴其室，宥其二子。虬

驳奏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今谋逆者戮及期亲，而害亲

者刑不及子。既逆甚枭獍，禽兽之不若，而使?祀不绝，遗育

永传，非所以劝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若圣教含容，不加孥

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则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听

配匹。盘庚言‘无令易种于新邑’，汉法‘五月食枭羹’，皆欲绝

其类也。”奏入世宗，从之。（魏收，１９７４：１４５０）

邢虬将“谋逆”与“害亲”相提并论，又称害母者“逆甚枭獍”，足见害

亲亦为逆罪的一种或至少是比照谋反大逆罪进行处罚。更有学者指

出，谋反在汉景帝之后亦作为大逆不道罪处理（朱腾、王沛、水间大辅，

２０１４：１９７）。因此，大逆在汉魏时期很可能是一个类罪名，危害君亲的

犯罪行为皆可以大逆称之，以体现“君父一也”之理，彰显忠孝之道。直

至北齐的“重罪十条”，方将逆罪分别按照危害国家、君主、尊长等不同

情形细化为反逆、大逆和恶逆。

曹魏新律正式在律文中规定杀继母与亲母同，将杀害继母亦纳入

大逆罪，足见法律对杀害继母者惩处之严厉与对继母地位的维护。

此外，擅杀继母案与曹魏新律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沈

家本（１９８５：１４５８）在《汉律摭遗》中疑惑道：“《晋志》‘正杀继母与亲母

同，防继假之隙也云云。斯皆魏世所改。’按：据此，则汉律继母不与亲

母同。”但是，如若汉律规定杀继母本不与杀母同，那么在擅杀继母的两

则案例中，汉有司又何必拘于“如母”仍欲以杀母科断？可惜，“《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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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亡，无以定其是非也”。

其实，曹魏新律开创了“杀继母与亲母同”的先例，亦可能由于汉律

并未涉及杀害继母的情形。根据中国传统法适用的一般原理，只有法律

无明文规定或者法律虽然有规定，但现实案件出现了法律未考虑到的增

量，坚持依照法条办理会严重有悖情理时，才会出现比附及经义决狱的

情况。否则，即使觉得法律的规定不尽合理，也必须通过上奏、廷议等一

系列立法程序来实现对法律的修订。在此之前，司法官员无权擅作主张

适用与法律相反的规则。在《二年律令》中，确实只规定了“子贼杀伤父

母”，并未涉及继母；而在子、妇殴詈尊长的情形中，父母、继母皆在其

列。１３因此，在汉律对杀害继母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类推及比附成为很

容易联想到的法律适用方法，梁相以“继母如母”比附，孔季彦兼顾“绝不

为亲”与“继母如母”，最后以说理更为透彻者的观点为基准。

１３．“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妇

贼伤、殴詈夫之泰父母、父母、主母、后母，皆弃市。”（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２００１：１３９、１４０）

此外，还有一种猜测认为，汉律形成了杀继母不与亲母同的规定或

者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这样的判例，直到曹魏才再次更改回来（朱圣

明，２０１１）。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牵强。擅杀继母案的关键在于

继母先有杀害父亲的罪行，如果抛弃这一重要先决条件，一概否认“继

母如母”在法律中的适用，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法律对实质合理性的追

求。更何况，无论是孔季彦还是汉武帝，从来都没有否定过“继母如母”

的经义本身。而且，即使曹魏以后法律明确规定“继母如母”，后世的法

律文献如《折狱龟鉴》《棠阴比事》仍将“防年案”视为现实可用的经典判

例，因为继母杀父这一特殊情形是无论法律规定“杀继母与亲母同”还

是“杀继母不与亲母同”都未尝考虑到的增量。所以，擅杀继母案的经

义分析完全可能与法律并行不悖，不太可能因这一特殊案例而影响

立法。

（二）母子至亲无绝道

在继母因“如母”而享有与亲母近乎相同的法律地位时，关于“继母

不如母”的论断也在不断被讨论和放大。晋代礼学家许猛指出，“继母

言如母，夫言若言如者，明其制如亲，其情则异也。继母如母，则异亲

母”（杜佑，１９８８：２５４８）。皇密也认为，“且经称继母如母者，盖谓配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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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恩与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传云继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

是以出母服周而继母无制，不同之验也”（杜佑，１９８８：２４５２－２４５３）。

虽然总体而言，母子人伦关系的形成和维护都深受父亲的影响，但

亲母子关系要比继母子关系受父亲的冲击小得多。即使子思曾言：“为

?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将父亲的婚姻

作为人子界定母亲身份的惟一标准，开创了“孔门不服出母”（郑玄、孔

颖达，１９９９：１７１）的先例，但这样的极端事例并不为注重“缘情制礼”的

魏晋礼学家们所赞同。他们继承并发扬的是东汉大儒郑玄提出的“母

子至亲无绝道”的观点（郑玄、贾公彦，１９９９：５７１）。

１４．只有在出妻之子为父后时才为出母无服。这是由于出妻之子继承祖宗正统，成为家族的

代表，“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

在父系家族伦理中，女子若为丈夫所出，即成他族成员，所有夫族

成员皆不再为此女及此女的母家亲属服丧，但她的亲生子女仍可为母

亲制服。根据《仪礼·丧服》，出妻之子为母服齐衰杖期，１４这就是“绝

族无施服，亲者属”的道理：“属犹续也，《孝经》云‘父母主之，续莫大

焉’，故谓母子为属”（郑玄、贾公彦，１９９９：５７０－５７１）。言“母子至亲无

绝道”者，是为了与“夫妻义合有绝道”的夫妻关系相对应。夫妻以义

合，也以义绝，但生身血缘之情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不存在“义绝”的

情况。因此，亲母在失去配父之义后仍保留着“母”的身份，而继母等不

具有血缘关系的母亲则会彻底成为路人。“母子至亲无绝道，则非母子

者，出则绝矣”（杜佑，１９８８：２５４８）。

此外，唐律规定：“其妇人犯夫及义绝者，得以子荫。虽出，亦同。”

（长孙无忌，１９８３：４１）即女性在婚姻关系断绝后仍可享用儿子在法制上

的优待权益而受到庇护。白居易也曾针对出妻犯罪，请求用子荫赎罪，

前夫却怒而不许的事例写下判词，肯定了母子关系不因父亲的意志而

磨灭。

二姓好合，义有时绝；三年生育，恩不可遗。凤虽阻于和

鸣，乌岂忘于反哺？旋观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断弦未

续；孔氏出母，疏网将加。诚鞠育之可思，何患难之不救？况

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

之有怒，曷陟屺之无情？想《癗
!

》之歌，且闻乐有其子；念《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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雃》之义，岂忍不庇于根？难抑其辞，请敦不匮。１５

１５．董诰．全唐文．清嘉庆内府刻本．

１６．“三年”有二十五个月和二十七个月之说。晋代三年之丧为二十五个月，唐代以后多为二

十七个月。

１７．对于心丧解官的具体制度和历史发展可参考丁凌华（２０００）的论著。

１８．徐乾学．读礼通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在母亲改嫁方面，亲母改嫁后的服制本与继母相同，但在心丧解官

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后，又为亲母与继母提供了区隔身份的新依据。

心丧解官制度在晋代提出并在隋唐时期成为礼议的核心主题之一。所

谓心丧，是指除不穿丧服之外，其他行为皆应与守丧等同，包括食物、居

住、娱乐、社交、婚娶等方面的限制。心丧通说为三年，１６一般认为，心

丧又必解官。１７随着汉唐以降统一帝国的形成与官僚体系的扩充，士人

因服丧而离职解官对政务不无影响，因此，官员是否可以解官服丧，成

为除丧服轻重、丧期长短外朝廷所重视的话题。

心丧最早运用于无服但恩情深厚的师生之间，后来扩展到亲属关

系领域。晋武帝司马炎首开为父母心丧三年之先例，后来，心丧解官主

要指父母之丧。人子本应为父母服三年丧，但常因父亲在世，母亲被

出、再嫁或人子承重、出继等因素使其必须降服，因有所压抑而缩短丧

期，便以心丧三年来弥补，即《通典》所言：“凡屈不得服者，皆有心丧之

礼”（杜佑，１９８８：２２０４）。据徐乾学《读礼通考》１８记载：“晋代之制，母及

嫁母、出母、妾母、本生父母，不得遂服者，皆心丧二十五月”。在开皇十

八年（公元５９８年）的一场关于李公孝是否应该为生父后娶的继母心丧

解官的礼议中，刘子翊引用了《隋令》：“父卒母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

申心丧。其继母嫁不解官”（魏征，１９７３：１６５１－１６５４），将改嫁继母排除

出解官的范围（参见表１）。这一规定亦为唐所沿用。

表１：亲母与继母的服制及心丧规定比较表

服制 是否心丧 服制 是否心丧

亲母改嫁 齐衰杖期 是 继母改嫁 齐衰杖期 否

亲母改嫁（为父后者） 无服 是 继母改嫁（为父后者） 无服 否

亲母被出 齐衰杖期 是 继母被出 无服 否

亲母被出（为父后者） 无服 是 继母被出（为父后者） 无服 否

　　亲母有无服而心丧者，继母有服齐衰杖期而不心丧者，这充分体现

了心丧作为对服制的重要补充使“礼”更倾向于天然的骨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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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朔二年八月（公元６６２年），同文正卿萧嗣业的嫡继母在改嫁后

身亡，萧嗣业请求解官服丧。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 等人认为：唐

令规定，人子仅为嫁继母不解官，而继母是针对前妻之子而言，萧嗣业

乃庶子，父亲前娶后继之妻都应被称为嫡母。嫡母改嫁，依令应当解

官。但是接下来，博 等人却建议修订法令，缩小不必要的解官范围。

然奉敕议定，方垂永则，令有不安，亦须厘正。窃以嫡、

继、慈、养，皆非所生，并同行路。嫁虽比出稍轻，于父终为义

绝。继母之嫁，既殊亲母，慈、嫡义绝，岂合心丧？望请凡非所

生，父卒而嫁，为父后者无服，非承重者杖期，并不心丧，一同

继母。有符情礼，无玷旧章。（刘籧，１９７５：１０２２）

在博 看来，嫡母、慈母、养母与继母一样，都不是基于生孕而形成

的自然的母子关系，改嫁即是义绝，与路人无异。因此，他建议嫡母、慈

母、养母在父卒改嫁的情况下一律比照继母改嫁，都不解官。

此外，他又建议将心丧解官的范围扩展到庶子为生母的情况。

又依礼，庶子为其母缌麻三月。既是所生母服，准例亦合

解官。令文漏而不言，于事终须修附。既与嫡母等嫁同一令

条，总议请改，理为允惬者。（刘籧，１９７５：１０２２）

通过九品以上文武百官的奏议，有７３６人赞同司礼关于更改令文

的意见，因此朝廷下令对相关令文、礼及律疏重加修附。以“所生”为原

则的心丧解官制度得到完善，天然的血缘关系及母子亲情的地位愈加

凸显。母子至亲无绝道，这是魏晋以来礼学讨论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

论之一，即无论发生何种情况，亲生母子间天然的骨肉联系都不可能断

绝，甚至包括母杀父这样的极端情形。

三、“亲母杀父”时的人子抉择

在母亲杀死父亲的情况下，子女杀死母亲为父报仇显然是一种非

常极端的做法。在法律的框架内，子女只能选择是否向国家公权力机

关上诉状告。与此相对应，状告杀父之母能否被允许则为国家法律所

审慎考量。一般来说，状告尊长是被伦理法强烈排斥的，子女状告父

母，不但不听告诉，反而要将子女处死；而在父母为他人所杀的情况下，

又要求子女必须告诉，对私和者处以重刑。因此，当受害人和加害人分

别是父与母时，子女便会身陷“两难”的法律处境，只能借助法律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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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得以脱身。对于法律制定者来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妻杀夫亦是

为伦理法深恶痛绝的大罪，但倘若允许子告母，子女虽然没有亲手杀死

母亲，但母亲被揭发后必死无疑，即是“母因子死”，与子杀母无异，亦有

违人伦。面对两难困境，法律在规定子女能否状告杀父之母的问题上

格外纠结，东魏时期便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廷议。

根据《魏书·窦瑗传》，东魏三公曹拟定《麟趾新制》，规定子女不准

告发父母的罪行，不论是父杀母，还是母杀父，子女都不能报官，违者处

以死刑。窦瑗对此提出疑义：

若父杀母，乃是夫杀妻，母卑于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

杀父，不听子告，臣诚下愚，辄以为惑……母之于父，同在门

内，恩无可掩，义无断割。知母将杀，理应告父；如其已杀，宜

听告官。今母杀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识比野人，

义近禽兽。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杀己之天，复杀子之天，

二天顿毁，岂容顿默！此母之罪，义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

即离，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魏收，１９７４：１９０９）

窦瑗坚定地站在父系伦理立场上，牢牢抓住“父尊母卑”这一论点，

认为母杀父是卑杀尊，此罪不可赦，而不告发母亲罪行的子女则“尊母抑

父”，可谓“识比野人，义近禽兽”。窦瑗此语典出《丧服传》：“禽兽知母而

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

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

统下。”（郑玄、贾公彦，１９９９：５７８）经典原文意在阐明为人后者为其本生父

母降服的缘由，即越是接近礼乐教化、“文明”程度越高之人，越是懂得

“尊祖敬宗”的道理，越是注重整个宗族体系的传承，而非仅对生育之恩

念念不忘。丧服制度的人伦体系以父系小宗的亲属为主要范围，依照父

系宗法制的尊卑秩序，父亲乃是“至尊”，母亲作为父亲的配偶在家族中

分得一席之地，母子关系本身被弱化了。窦瑗称“下手之日，母恩即离”，

与孔季彦对于文姜与弑桓公的理解基本一致，即当母亲存在杀父罪行

时，她就不再是母亲了，而这与以郑玄为代表的魏晋丧服学的主流观点

“母子之恩无绝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皇帝下诏将这一问题交付尚书省讨论，三公郎封君义驳斥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我劳悴，续莫大焉。子于父母，同

气异息，终天靡报，在情一也。今忽欲论其尊卑，辨其优劣，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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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未忍，访古无据。母杀其父，子复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杀。

天下未有无母之国，不知此子将欲何之！（魏收，１９７４：１９１０）

封君义否认了窦瑗的“父尊母卑”之说，认为对于子女而言，父母之

情相同，并不存在尊卑优劣之别。封君义首先运用了诗经中的著名篇

章《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

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

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毛亨、郑玄、孔

颖达，１９９９：７７６－７７８）此诗一并称颂父母的恩情，未分尊卑，“拊我畜

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甚至更侧重母亲，所以后世常引此

诗来感念母恩。比如唐玄宗时，刑部郎中田再思就以“诗云：‘哀哀父

母，生我劬劳’……阮嗣宗，晋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为母重于父”为

由，主张延续武则天时订立的不论父在与否，为母皆服三年之丧的礼制

（刘籧，１９７５：１０２５）。此处，封君义指出，论父母之尊卑对于子女来说是

极其残忍的，而且母子关系并不会因为母杀父而断绝，子告母死，便是

杀母。而关于杀母，晋朝名士阮籍留有这样一则轶事：在口出“杀父乃

可，至杀母乎”的惊世之言后，阮籍从容解释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

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房玄龄，１９７４：１３６０）因此，封君

义提出“天下未有无母之国”，很可能亦是暗含了这样的逻辑：如果说人

子不告发杀父之母是“知母不知父”的禽兽行为，那子告母死就是禽兽

不如，普天之下都没有容身之所了。

１９．李鼎祚．周易集解．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但窦瑗并不罢休，又引用《周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说与“为

父斩衰三年，为母齐衰期”的礼经规定来加强他关于“父尊母卑”的论

断，但他的这一论点并未得到回应。考察《周易》可知，所谓“天地乾

坤”，只是泛指天地间的尊卑秩序，并不一定对应父尊母卑。后人也认

为，“谓天，君父夫象，尊，错上；地，妇臣子礼，卑，错下。坤，地道，妻道，

臣道”１９对应的是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尊卑关系，而“夫尊妻卑”是否必

然等同于“父尊母卑”尚有疑问。父亲在世时，子女为母亲的丧服要受

到厌压确为一条重量级的论据，因为以父为至尊的原则可推衍至家国

天下，是整个父系宗法体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

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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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孔颖达，１９９９：１６７４）

然而封君义认为，人子之于父母感情相同的观点在丧服学上也并

非全无道理。即使是提出“家无二尊”的《礼记·丧服四制》，也同样在

正文中写道：“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郑玄、孔颖达，１９９９：１６７４）而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子有为生母服重的倾向，不但试图通过多重理

论探讨来提高生母的服制（郑雅如，２００１：６１－１１４），更以心丧来补救对

母亲服制的厌压及出降，使得期服而不得遂其三年者率行心丧之制。

子为亲生父母皆心丧三年，这就彰显了“子于父母，其情一也”。而且，

在承袭这条脉络的丧服学家看来，厌压原则是由于夫尊于妻，但却不能

证明站在人子的立场上，父是尊于母的。对此论述最为详尽的当属唐

代贾公彦为郑玄的《仪礼》注本所做的疏解，其对“父在为母”条的解释

是：“而言父在为母者，欲明父母恩爱等，为母期者，由父在厌，故为母屈

至期。”再次明确提出子女对于父母的尊敬与情感是相等的，而这与父

在厌母并不矛盾。贾公彦进一步指出，《丧服传》云：“至尊在，不敢伸其

私尊也”，而“言不敢伸其私尊，明子于父母本尊。若然，不直言尊而言

私尊者，其父非直于子为至尊，妻于夫亦至尊。母则于子为尊，夫不尊

之，直据子而言，故言私尊也”（郑玄、贾公彦，１９９９：５６９）。也就是说，父

母对于子女来说都是“尊”，而且父母之“尊”并没有高下之别。但是，父

亲不仅是子女的“尊”，又是妻子的“尊”，是为“至尊”；而母亲只是子女

的“尊”，而非丈夫的“尊”，因此是“私尊”。丈夫为妻子仅服齐衰期，所

以子女亦需从父而为母亲制服，这是考虑到父亲的情感而屈就了自己

的情感。而“父必三年然后娶”，则是为了尊重子女原本的情感，因为

“母虽一期，哀犹未绝”（郑玄、贾公彦，１９９９：５６９），也就是说，就子女的

情感来说，父与母本来皆是三年。这与封君义的“子于父母，在情一也”

的说法完全一致。因此，封君义的观点“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这是一

条在《礼记》中略见端倪，又自以郑玄为代表的魏晋丧服学延续下来的

阐发母子至亲义理的脉络。

２０．本文关于父系观点与孝子观点下的丧服制度的提法，参考了郑雅如（２００１）的论述。

其实，在争论经典之义是否为“父尊母卑”时，窦瑗和封君义存在明

显的视角差异。窦瑗主张的是父系观点下的丧服制度，而封君义主张

的则是孝子观点下的丧服制度。２０在严格的父系本位原则下，窦瑗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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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理想的家庭伦理、社会结构和法律秩序是围绕着宗法等级的主轴展

开，层层递推的尊卑次第所形成的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所以在窦

瑗看来，“父尊于子”“母尊于子”“夫尊于妻”这三个条件结合起来就可

以毋庸置疑地推导出“父尊于母尊于子”这样一个大的位阶序列，位阶

靠前者自然比位阶靠后者享有优先权，所以，身处最底层的人子必须为

了更尊者舍弃次尊者，也就是“为父绝母”。而封君义的论述则是从一

个孝子的视角展开的。在这重视野下所展开的丧服秩序，吴飞（２００１）

曾借用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来形容：“五服图中层层外推的逻辑

是己身对不同人的礼仪等级和尊重程度”。在这个波纹状结构中，每个

人只需以自己为圆心，考虑与己身直接相关的关系。因此，人子是否应

该告发杀父之母，所需考虑的是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是否存在亲疏远

近之差（封君义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夫妻之间的尊卑并不足以成

为子女与父母关系的依据。

窦瑗与封君义的另一重交锋是围绕《春秋》展开的。窦瑗首先引用

一则左传故事，为他心目中理想的由连续尊卑次第所形成的金字塔结

构的社会秩序再加一重证据。

昔楚康王欲杀令尹子南，其子弃疾为王御士而上告焉。

对曰：“泄命重刑，臣不为也。”王遂杀子南。其徒曰：“行乎？”

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臣乎？”曰：“杀父事雠，吾不

忍。”乃缢而死。注云：弃疾自谓不告父为与杀，谓王为雠，皆

非礼，春秋讥焉。斯盖门外之治，以义断恩，知君杀父而子不

告是也。（魏收，１９７４：１９０９）

窦瑗认为，弃疾知道君主将杀其父而不禀告父亲的做法是完全正

确的，不应对此满怀愧疚而羞惭自杀，更不应将王称为仇人。“门内之

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郑玄、孔颖达，１９９９：１６７３），这更说明了窦

瑗所认同的恩义有着严格的位阶次序并可层层递推，而人们在遇到价

值冲突时应当以金字塔结构为准，为了位阶更高的价值而舍弃位阶较

低的价值。为君可以舍弃父，同理，为父可以舍弃母。但他的这一论据

并未得到回应。窦瑗在对弃疾的评述前用了“注云”二字，似乎说明其

言有所本。但《左传》现存的注本中并未见持此论断者。《左传》最为著

名的注家之一杜预认为此条“讥康王与人子谋其父，失君臣之义”（左丘

明、杜预、孔颖达，１９９９：９８２），这与窦瑗的观点完全相反，其批判对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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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人子于不义的康王，而对于身处两难境地的弃疾不但没有苛责，还似

有同情之意。

接着，双方再次拿出文姜与弑桓公的典故，就《春秋》之义究竟是

“隐母”还是“绝母”争论不休。封君义认为：

案春秋，庄公元年，不称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

姜通兄齐襄，与杀公而不反，父杀母出，隐痛深讳。期而中练，

思慕少杀，念至于母。故经书：三月夫人逊于齐。”既有念母深

讳之文，明无雠疾告列之理。（魏收，１９７４：１９１０）

但窦瑗认为封君义明显误解了服虔注的意思：

瑗寻注义，隐痛深讳者，以父为齐所杀，而母与之。隐痛

父死，深讳母出，故不称即位。非为讳母与杀也。是以下文以

义绝，其讳２１不为与杀明矣。公羊传曰：“君杀，子不言即位，

隐之也。”期而中练，父忧少衰，始念于母，略书“夫人逊于齐”。

是内讳出奔，犹为罪文。传曰：“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

注云：“夫人有与杀桓之罪，绝不为亲，得尊父之义。善庄公思

大义，绝有罪，故曰礼也。”以大义绝有罪，得礼之衷，明有雠疾

告列之理。（魏收，１９７４：１９１１）

２１．根据校勘记将“罪”更改为“讳”字（魏收，１９７４：１９１６）。

窦、封二人皆以东汉大儒服虔的注文为依凭，足见服注是东魏认可

的权威的《左传》注本。若单从服注的内容来看，窦瑗的理解无疑是对

的。然而，盛行于东魏以南广大地区的另一《左传》注本———杜预注，却

与封君义的观点相吻合。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大抵南北所为章

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

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河北诸儒

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李延寿，

１９７４：２７０９）杜注与服注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南北分治的局面，习服注者

在南朝为官，不得不改用杜注作为论述的根据；而封君义在北朝任职，

言必称服注，但他的思想观点很有可能深受杜注影响。

据称有“左传癖”的西晋大儒杜预“大观群典，谓《公羊》、《谷梁》诡

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陈寿，１９５９：

５０８）。东汉郑玄时期，古文经的地位上升，《左传》的地位开始取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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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但《公羊》对于“义”的推崇依然影响着世人对《左传》的理解。《公

羊传》对《春秋》经“三月，夫人孙于齐”的解释为：“夫人固在齐矣，其言

孙于齐何？念母也。”“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

（公羊寿、何休、徐彦，１９９９：１１２）对于鲁庄公来说，念母本是善举，“则曷

为于其念母焉贬？不与念母也”。何休进一步注解道：“念母则忘父背

本之道也，故绝文姜不为不孝，距蒯聩不为不顺，胁灵社不为不敬，盖重

本尊统，使尊行于卑，上行于下。贬者，见王法所当诛。至此乃贬者，并

不与念母也。”（公羊寿、何休、徐彦，１９９９：１１３）可见，他不但贬斥文姜，

对鲁庄公念母的行为亦予以批评。服虔对《左传》此条的注解则稍微温

和一些，认为鲁庄公虽然念母，但是仍与母绝，是识大义之举。二者虽

然对鲁庄公的态度不同，但都认为庄公应当“为父绝母”。在母杀父的

法律论争中，这条论述脉络由孔季彦一直延续到窦瑗。这也许就是杜

预批评部分儒者以《公羊》《谷梁》二传乱《左传》的缘由之一。２２

２２．关于服注与杜注的具体区别，可参见何晋（１９９７：６３－９６）的论著。

２３．原文为“事遂停寝”。由于此句话指代不明，学界对此有完全相反的两种理解。陈新宇

（２０１１）认为是指《麟趾新制》中禁止子女告发杀父之母的条文被废除；台湾学者李贞德（２００８：

６１）则认为是“朝廷并未再做答复，而是维持了封君义的结论”。郑雅如等台湾妇女史研究学

者亦持此说。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综观文意，《麟趾新制》已经颁行，窦瑗上奏的目的是为了

更改律令，却被尚书三公郎驳回。因此，所谓的“事”应是指窦瑗意图修改法律之事，而非已经

颁布的法令。

因此，杜预“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谓之

《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陈寿，

１９５９：５０８）。在其著作《春秋释例》中，杜预认为：“于庄公之义，当以母

淫于齐而绝其齐亲，内全母子之道。故经不称姜氏，传曰：‘绝不为亲，

礼也。’明绝之于齐也，文姜称夫人，明母义存也。”即使在发生母杀父的

情况下，人子仍需顾全母子之情，这与魏晋以来“母子至亲无绝道”的观

念一脉相承。同时，杜预又是晋律注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所以，这种认

为亲生母子关系凌驾于婚姻关系之上的观念很可能在晋代便已渗透到

了法律中。封君义大概亦是顺着这个思路，指出法律在处理母杀父案

时，应使子女“念母深讳”，而非“雠疾告列”。

经过多番辩难，这件事情被搁置下来，禁止子告杀父之母的规定在

《麟趾新制》中得到保留。２３唐代承袭了北朝的这一观点，亲生母亲杀害

父亲，子女不得告官，但“嫡、继、慈母杀其父，及所养者杀其本生，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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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长孙无忌，１９８３：４３２）。此外，继母杀被出之亲母，亦允许子女上

告，也是由于“子之于母，孝爱情深，顾复之思，终无绝道”（长孙无忌，

１９８３：４３２）。唐律的规定可谓集魏晋丧服学之大成，母子关系牢不可破

的观点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与此同时，在唐代官方修订编纂的五经正

义中，杜预的《左传》注获得了正统地位，而兼采公羊之义对《左传》进行

诠释的服虔注逐渐式微。

四、余论

汉唐之际围绕母杀父案的经典之争充分显示了经学对家庭伦理、

社会结构以及法律秩序的浸润。经学的灵魂在于注疏，儒臣们以不同

的注疏学传统来支撑自己的政见，他们的观点直接影响着社会秩序与

法律秩序的构建。从这个角度讲，经典的诠释与应用要比经典本身更

加重要。母杀父案的主要经典依据是《丧服》，而丧服制度作为身份界

定的标尺，并非静止或完全固定的，它在注疏学的传统中不断演变，日

益丰富。魏晋丧服学家通过对“继母如母”的经义进行精细化解读，得

出继母会因失去配父之义而丧失母名，但亲生母子的恩义无可断绝的

重要结论，为法律推理和立法论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窦瑗曾痛斥不告发母亲杀父罪行的子女是“知母而不知父”。“不

知有父”常被当作母系社会存在的证据，但吴飞（２０１４犪）认为，这更可能

只是父权制下的学者对于蛮荒时代的一种想象。窦瑗此处的语境恰好

证明了这一点。他称“尊母抑父”之人为“野人”“禽兽”，坚持“为父绝

母”才是一个“文明人”所应有的行径，认为父亲位阶高于母亲是建立以

父系为主轴的金字塔结构的家庭秩序的必然要求，父权伦理也因此被

建构为精神成长与文明成熟的标志（吴飞，２０１４犫）。

“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这是瞿同祖（２００３：１）在其名作《中国法律

与中国社会》中的开篇首句。他从丧服体制出发对只从父亲方面计算

亲属关系的家族范围予以考察，并论证了父系家长统率整个亲属团体

的至高权力。而将这种尊卑、亲疏有别的家族身份纳入法典的过程就

是著名的“法律儒家化”命题（瞿同祖，２００３：１－２８，３５３－３５６）。台湾学

者李贞德（２００８：２６）则在《公主之死》一书中以女性视角观察“法律儒家

化”，并将“儒家化”与“父权化”等同起来：“传统政府正是以规范女性来

检验法律‘儒家化’或‘父权化’的进度。”她亦以出嫁女性的夫家认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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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李贞德（２００８：６４－８０，１０４－１０６）以窦

瑗更改法律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来证明夫尊妻卑的父系伦理在北方尚未

成功进入法律体系尚有商榷的余地。本文试图指出，儒家并非如大多

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铁板一块，因此对于“儒家化”的检视也不能采取

单一标准。中国中古时期的士大夫在讨论案件时的法律思维、论证模

式及论理依据毫无疑问都是儒家式的，但围绕儒家经典本身所产生的

争议仍然十分惊人。“夫尊妻卑”可能是一条公认的原则，但“父尊母

卑”则不是。当中国中古时期的法律在接纳以丧服体系为基础的家族

身份时，禁止子女告发杀父之母的规则也在争议中被保留了下来，魏晋

丧服学家对于母子关系在丧服体系中的义理阐发居功至伟。它肯定了

生身母亲与子女关系的无法断绝性，并以心丧制度来弥补父在厌母、不

得遂服三年的缺憾，更以孝子观点来看待丧服体制，主张以己身为出发

点构建人际关系，坚持子女应当给予父母同样的尊敬。这使得母子关

系在父系家族伦理秩序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从而使“母杀父”案的法

律规定在“法律儒家化”的浪潮中呈现别样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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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贾公彦．１９９９．仪礼注疏·丧服［犕］．北京大学出版社．
郑玄、孔颖达．１９９９．礼记正义［犕］．北京大学出版社．
郑雅如．２００１．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朱圣明．２０１１．西汉初年“继母”与“亲母”法律地位的比较研究———以《张家山汉简·二

年律令》为视角［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８－１３．
朱腾、王沛、水间大辅．２０１４．国家形态·思想·制度———先秦秦汉法律史的若干问题

研究［犕］．厦门大学出版社．
左丘明、杜预、孔颖达．１９９９．春秋左传正义［犕］．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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